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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的可持续公司法路径

华 忆 昕

(中国政法大学 商学院,北京 100088)

摘   要:互联网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加速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多元化、复杂化的社会导致了企业社会责任规制反身法路向的失效,并由此催生了以外部责任内

部化为核心的可持续公司法路向的提出。可持续公司法路向促进了强制性规制与任意性规制的

结合、公司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转变及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的融合,可谓企业社会责任各

监管路向的“集大成者”。但基于可持续公司法路径仍给予了企业较大的自主性,故也存在“可持

续目标洗白剂”的批评。由此,应通过宽泛标准的公司法导入,公司利益的再解释,公司目的、股东

职责和董事会义务重塑的方式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可持续公司法路向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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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ustainableCompanyLawApproachofCorporate
SocialResponsibility
HUAYi-xin
(BusinessSchool,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Beijing100088,China)

Abstract:ThedevelopmentoftheInternetandtheadventofeconomicglobalization
haveacceleratedthedevelopmentofChina’s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theory
andpractice.Thediversifiedandcomplicatedsocietyhasledtothefailureofthe
reflexiveapproachof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andthishasspawnedthe
developmentofasustainablecompanylawapproachcenteredontheinternalizing
externalliabilities. The sustainable company law approach promotes the
combinationofmandatoryregulationandarbitraryregulation,thetransformation
ofthecompany’sshort-terminterestsandlong-terminterests,andtheintegration
of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andcorporategovernance.Itcanbedescribedas
the“big master”of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However,thesustainable
corporatelawapproachstillgivesenterprisesgreaterautonomy,sothereisalsoa
criticismof“sustainabletargetwhiteningagent”.Therefore,itissuggestedto
promotetherealizationofthesustainablecompanylawapproachofcorporatesocial
responsibilitythrough theintroduction of a broad-standard corporatelaw,
reinterpretationofcompany’sinterestsandobjectives,shareholders’responsibilities
andreshapingofboard’soblig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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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立法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十 字路口,其中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内容、以市场



声誉机制为核心的“反身法”(reflexivelaw)路径

已然获得了相当数量学者的支持①,并开始在实

践中广泛践行②,成为了一种非常有力的竞争性

观点。然而,随着欧洲反身法路径缺陷的日益暴

露,沙哈尔等学者认为强制披露的成功“有赖于对

立法者、披露人、披露对象的一系列要求,而这些

要求繁多艰巨,通常很难被满足”[1]12,因此,沙哈

尔认为反身法所倡导的强制披露是一项“普遍采

用却最少奏效”[1]3的监管技术,并警示中国的监

管者应该暂时放缓对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反身法

路径的盲目追求,反思反身法路径本身的实践效

果及其本土化的可能。其中,北欧学者对于反身

法的批判观点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可持续公司

法路径尤应受到关注。
本文将梳理可持续公司法路径的产生原因和

发展历程,探讨可持续公司法路径的理论基础,分
析可持续公司法路径的实现机制,并在此基础上

探讨可持续公司法路径的中国逻辑和本土化可

能,以期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的路径探讨

提供有益建议。

一、可持续公司法路径的缘起

1.企业社会责任规制反身法路径的失效

(1)反身法理论的提出

德国著名法社会学家托伊布纳于1983年在

《现代法律的实质性与反身性元素》一文中系统阐

述反身法理论,并认为不同于对社会过程的结果

予以过度监管的方式,反身法将其自身限制于民

主政体自我监管机制的设立、修正与重述中。
托伊布纳认为,法律的发展包含了形式法

(formallaw)、实质法(substantivelaw)和反身法

三种类型。形式法强调大量实体规则的创制和适

用,通过这种规则创制,私主体能够自由追求真实

意思并依赖私人秩序。随着各州规则增加,实质

法变为主流。实质法强调“有目的的、目标导向性

的干预”[2],其聚焦于通过规则和标准来实现预设

目标。托伊布纳通过合同法的例子来阐述两者的

区别。当合同双方发生争议时,形式法体系下法

官只审查合同本身是否有效(是否包括要约和承

诺),而实质法体系下,法官可能变更双方约定的

合同条款,以确保实现特定的社会期待。
反身法的出现源于多元化、复杂化社会下实

质法遭遇了“政府干涉主义危机”。“规范限制”
(cognitive)[3] 和 “规 范 立 法 ”(normative
legitimacy)[3]两大普遍性问题日益显现。前者是

指过多的监管规则,托伊布纳将其表达为法律化

(juridification),即“法律和部门性架构无法纳入

足够丰富的社会现实模型,以使其有效应对经济

管理危机”[3],不仅如此,期冀以实质法规制特定

问题将会产生庞大法律体量,超出任何人的认知。
后者是指“将立法与有助于制度合法性的民主程

序分离”[3],即随着实体法的激增,立法者无法就

同一被监管行为所适用的法律进行统筹协调,由
此导致了同一行为的不同监管路径。这种复杂的

立法方式往往增加了执法者执行和解释法律的权

限,提升了执法者“权力寻租”的可能。
为解决“规范限制”和“规范立法”两大问题,

反身法的概念应运而生。托伊布纳认为,反身法

的实质是通过对过程的保障促进规范对象自我提

升,以间接达到对结果的干预目的。其在形式法

与实质法之间形成了一条中间道路:一方面,反身

法并不认同当事人的自我规则创制与事先分配,
而是追求确保议价能力平等的对话机制和法律结

构;另一方面,反身法虽然也干涉社会过程,但其

并“不对实质结果负全部责任”[2],而是通过“自主

规制”(regulatedautonomy)的方式,通过外部压

力促进规制对象的自律发展。
(2)反身法理论下企业社会责任规制的范式

转变

匹兹堡大学的弗里德里克认为,在反身法理

论的指引下,企业社会责任规制范式经历了从

CSR1 即 企 业 社 会 责 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向 CSR2 即 企 业 社 会 回 应

(corporatesocialresponsiveness)的转变[4]。企

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可追溯到19世纪的企业慈善

理念,彼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企业和社会应是有

机结合的,企业应当承担盈利之外的义务,但也不

能否认盈利[5]。至1924年,英国学者欧利文·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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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例如,刘俊海教授在评论《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时就曾指出“对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和财务信息披露都

应该采取全面披露的态度”。参见刘俊海:论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公司社会责任的正当性与可操作性[J].社会科学,2010
年第2期。
例如,上交所、深交所均鼓励上市公司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尔顿首次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并将其界

定为公司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

任。1953年,博文提出了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的概

念,即“商人制定遵循社会目标和价值观的方针、
作出相应决策和采取相应行为的义务”[6]。此后,
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卡罗尔、埃尔金顿等先后提

出三个同心圈(threeconcentriccircles)、金字塔

(Pyramidof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三
重底线(three-bottomline)等理论模型,以界定企

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与外延。尽管在CSR1 范式

下,绝大多数学者均认同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应

包括道德责任(甚至慈善责任),但在实质法的规

制路径下,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制更多呈现出

两分法的趋势:对于一部分社会责任,纳入实质法

规制的范围,从而演变为企业社会责任中的法律

责任,由强制性立法予以规制,例如环境法、劳动

法等部门法及相关强制性标准对于企业社会责任

的规定;对于另一部分社会责任,纳入企业自主决

策范围,从而演变为企业社会责任中的道德责任,
例如慈善责任等法律规定之外的企业社会责任。
由此,实质法侧重对企业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的

规制,对于“社会对于商业无明确信息的”[7]道德

责任的规制则处于空白。
反身法理论的出现恰恰在实质法路径下的强

制性立法规制和企业自主决策之间寻求了一条中

间道路。在反身法理论的指导下,CSR2 范式提

出了以信息披露制度为核心的企业社会回应规制

方式,实 现 了 企 业 社 会 责 任 规 制 由 结 果 导 向

(outcome-oriented)向 过 程 导 向 (process-
oriented)的过渡,通过社会回应机制将CSR1 范

式下落于规制空白的道德责任纳入规制范围中。
在CSR2 范式下,监管部门无需对企业社会责任

的承担范围和标准作出明确的规定,而是由企业

通过程序的完善、以一种“高效的、人性的、可操作

的方式”[5]进行社会责任战略制定。由于CSR2
范式极大地降低了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和责任风

险,故逐渐泛化成金融监管的主流路径。典型例

证为欧盟委员会非金融事项报告(non-financial
report)的规制模式。其要求雇员人数达到500
人的规模企业就其经营和管理中的社会、环境事

项中的特定信息进行公示,并规定自2018年起,
欧盟6000余家规模企业必须在其年度报告中包

含非金融事项陈述①。
(3)企业社会责任规制反身法路径的失效

正当各国监管部门为反身法理论填补了形式

法和实质法之间的空白而欢呼雀跃并将其大肆推

广至实践应用中时,小部分学者却对企业社会责

任规制反身法路径的效果提出了质疑。芝加哥大

学的沙哈尔教授将反身法路径所依赖的制度之一

强制性披露制度比作西方神话故事中的“罗
蕾莱”[1]66,认为这种乌托邦式的监管方式终将把

监管者引向失败的深渊。
从内在原因上看,反身法理论认为强制性是

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要求之一[8],而从欧盟及我

国相关监管规则的发展趋势来看,对规模企业的

企业社会责任的披露要求日益体现出强制性、全
面性的特点。沙哈尔认为,强制披露制度的成功

“有赖于对立法者、披露人、披露对象的一系列要

求,而这些要求繁多艰巨,通常很难满足”[1]12,这
一脆弱的因果链条导致了强制披露从内在上就将

是一项注定失败的制度。
从外在表现上看,“许多领域的证据表明,强

制披露一贯不能达到其目的,无法被修正,而且往

往会造成伤害”[1]13。企业社会责任规制领域,反
身法路径的最大诟病在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沦为

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最丑陋的企业往往撰写出最

华丽的社会责任报告”[9]。企业社会责任则成为

公司行为的“洗绿剂”(greenwashing),用以作为

企业营销或危机公关的手段,却忽略了企业社会

责任最为核心的内容绝非慈善捐赠等夺人眼球的

项目,而在于将满足利益相关者期待与企业战略、
企业文化、企业经营相结合。典型的例证为知名

运动品牌耐克的“血汗工厂”事件。耐克公司通过

签署联合国全球性契约(UNGlobalCompact)以
证明自己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及企业社会责任的忠

实拥护者,也因此获得了其利益相关者的支持。
但1997年《纽约时报》刊登的耐克越南工厂的工

作状况揭示,越南工人在致癌物标准177倍于安

全水平的环境下生产,一周工作65小时,而每周

只获得10美元的报酬[10]。尽管从社会责任报告

上看,耐克公司几近完美,但其在东南亚地区的真

实劳工状况却令人唏嘘。

  2.可持续公司法路径的提出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认为企业的价值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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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Directive2014/95/EU。



应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环境可持续,即保障支撑

人类生存的生态系统的长期稳定与恢复力;二是

社会可持续,即促进对人权的尊重和发展;三是经

济可持续,即满足稳定的、有恢复力的社会的经济

需求。”[11]

基于此,为改善以“企业社会回应”机制为基

础的反身法路径之弊端,欧盟在联合国全球可持

续发展战略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了“可持续商业”的
概念,并于2012年颁布了名为“欧洲公司法和公

司治理 促进股东积极参与和公司可持续发

展”的行动计划。在该行动计划中,欧盟委员会,
欧盟议会和欧盟经济、社会事务委员会均认为,企
业应关注长期利益,“公司法和公司治理框架均应

有利于明智地、可持续地、包容性地经济增长”①。
在此基础上,来自奥斯陆大学法学院的斯约菲尔

提出了“可持续公司法”路径,认为“一切照旧模式

注定通往不确定的未来”[11],其反对将环境、社会

等企业社会责任事项视为企业的外部事项或其他

事项,认为应通过“外部责任内部化”[11]的方式将

经济、社会、环境事项融入企业决策,以促进企业

长期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双赢”发展。中国《关于

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第十七条中

也明确了应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公司治理。
但遗憾的是,尽管我国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均有代表提出了制定企业社会责任专门

性立法的议案,但受“股东至上”的传统公司法理

念影响,其最终还是以“议案所提主要问题在劳动

合同法、安全生产法、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等法律中都有规定,建议通过继续推动相关

法律法规的实施,促进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

任”②为理由被否定。

二、可持续公司法路径的比较优势

1.可持续公司法路径有助于规避现有企业

社会责任规制路径的弊端

(1)企业社会责任规制的强制法路径与反身

法路径

尽管具体规范不同,但目前全球范围内的企

业社会责任规制路径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

以印度、毛里求斯为代表的强制性企业社会责任

(mandated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路径。
印度2013年公司法案第135条规定一定规模以

上的企业“应当保证每一个财政年度企业支出不

低于最近三个财政年度平均净利润的百分之二的

资金,用于完成企业社会责任计划”。毛里求斯

2016年金融法案第50L条同样规定“所有企业每

年均应将其上一年应得收入的2%作为企业社会

责任基金”[12]。由此,印度、毛里求斯通过在立法

中设立企业社会责任最低支出标准的方式,将企

业社会责任嵌入法律条文,从而以结果导向的方

式实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化。二是以欧盟为

代表的结合软法的反身法路径。欧盟委员会在

2012年的《欧盟公司法及公司治理行动计划》
(ActionPlanonEuropeanCompanyLawand
CompanyGovernance)中强调了加强信息披露和

加强利益相关者参与③。欧盟委员会关于非财务

事项报告(non-financialreporting)的指令要求欧

盟一定规模以上的企业应依据国际、欧盟或本国

准则对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雇员待遇、人权保

护、反贪污反腐败、董事会构成的多样性(包括年

龄、性别、教育背景和专业背景等事项)等非财务

事项进行公示④。由此,欧盟通过在立法规范中

要求企业披露企业社会责任实施情况的方式,促
进企业将社会责任嵌入企业合规,从而以过程导

向的方式实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化。
(2)可持续公司法路径有助于调和强制法路

径中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分歧

强制性企业社会责任的路径通过立法的方式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支出水平进行“一刀切”式的统

一规定,其产生源于对国内稳定性的追求、对国

际市场的妥协和对外商投资的渴望,其目的是在

短期内实现发展中国家企业社会责任的“从无到

有”,而非实现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双赢发展的

目标。从实践效果来看,这种“一刀切”的强制性

规制虽促进了印度、毛里求斯两国企业社会责任

的短期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发达国家蓝色

贸易壁垒对两国贸易出口的制约。但经济学家的

626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1卷

①
②

③
④

参见:COM(2012)0740final。
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

结果的报告》第三条第(一)款第24项。
参见:COM (2012)740/2。
参见:Directive2014/95/EU。



研究却发现,强制性企业社会责任从长期看既不

利于企业经济利益的可持续增长,也削减了反身

法路径下企业社会责任的竞争红利[13]。因此,与

其说强制性企业社会责任是“金砖五国企业社会

责任立法的奠基石”[14],毋宁说这是发展中国家

为迎合贸易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为主导设立的

国际标准而采取的一种揠苗助长式的妥协之举。
相较强制性企业社会责任路径强制规制、外

部规制、统一规制的特点,可持续公司法极大程度

上保留了反身法路径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自愿责

任、道德责任的特点,给予了企业充分的自主权。
尽管与强制性企业社会责任一样,其也在公司法

内嵌入了企业社会责任条款,但这些条款针对的

仅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目标设置、战略融入和组织

结构等内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内容、承担程度

等具体事项决定权仍在企业手中。由此,可持续

公司法路径仍是通过过程导向的方式,促进企业

社会责任水平的自主提升,期冀在最大限度上实

现企业利益、社会利益的双赢发展。
(3)可持续公司法路径有助于规避反身法路

径下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的分歧

2001年,欧盟首次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明

确定义,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应以自愿的

方式将社会和环境事项融入其商业经营和其与利

益相关者的相互关系中”①。尽管此后在2011年

的新版定义中,其删除了“自愿”的表述方式,要求

企业“应当设置将社会、环境、道德、人权和消费者

事项融入其商业经营和促进与利益相关者联合的

核心战略中的程序,旨在最大程度地为其所有者/
股东、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创造股份价值的最大化;
(以及)识别、防止和消除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

响”②,但这种“应当”并不能解释为一种强制性义

务,因为在对该条的后续解释中,欧盟委员会对中

小企业的社会责任采用了“任意性”的倾向,对大

型企 业 的 社 会 社 会 责 任 也 采 用 了 “鼓 励”
(encourage)的表述,都让企业社会责任停留于道

德义务的地步。在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道德责

任、自愿责任的基础上,欧盟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

规制仍停留于反身法路径上。但相比纯粹的反身

法,欧盟在反身法之上又融入了两点创新:一是结

合了 软 法 规 范,二 是 融 入 了 “遵 守 或 解 释”

(complyorexplain)条款。前者的目的在于给予

企业行为更具可操作性的指引,后者则是为了增

加企业不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而产生的舆论压力。
但无论如何,反身法路径的本质还是一种自愿性、
鼓励性的规制方式,在“股东至上”(shareholder
primacy)的理念下,这种自愿性的规制方式导致

企业将社会责任的承担视为企业的一种营销手

段,企业对于社会责任报告的重视远远大于社会

责任的承担。
相较结合软法的反身法路径完全的自愿性,

可持续公司法路径通过立法的方式设置了企业行

为的最低标准,并通过对企业目标、公司治理的重

述,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的统一。一

方面,可持续公司法路径引入了环境工程学中的

“地球边界”(planetaryboundaries)[15]标准,并在

公司法内明确规定了企业行为应限制在地球边界

标准的范围之内,加强了企业社会责任规制的强

制性,改善了反身法路径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完

全的自愿责任的现状。另一方面,可持续公司法

路径对公司目的进行了重述,澄清了“委托-代

理”理论下公司利益等同于股东利益的误区,提出

公司法的目的在于保护公司利益,且这种公司利

益应是指公司的长期利益,而股东利益是通过公

司利益来实现的。在此基础之上,可持续公司法

路径通过在董事会内部设置企业社会责任专业委

员会、将社会责任纳入股东信义义务等方式实现

企业社会责任的“外部责任内部化”[16],达到企业

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的融合。

2.可持续公司法路径有助于弥补我国企业

社会责任标准模糊的现状

尽管“从总体上看,中国是一个企业社会责任

低水平国家,但中国在推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

力度和手段却得到了西方世界国家的关注和效

仿,甚 至 开 始 向 西 方 世 界 出 口 其 绿 色 金 融 模

式”[17],尤其是在立法层面,我国2005年《公司

法》第5条明确规定了公司必须承担社会责任,首
次以立法的形式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公司法的规

制范围,“是我国社会主义公司法的一大特色,也
是我国立法者对世界公司法的一大贡献”[18]。此

后,2015年颁布的《民法总则》中再次延续了公司

法的规定,将社会责任上升为营利法人的义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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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扩大了社会责任的责任主体范围。
然而,从实践效果来看,尽管我国于2005年

就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公司法的规制范畴,但直

到今日,社会责任条款的可裁判性仍充满着争议。
蒋大兴教授曾将《公司法》第五条喻为“虚构的裁

判幻象”[19]。经过对北大法宝、中国裁判文书网

的搜索,实践中目前也没有法院主动援引该企业

社会责任条款对相关案件进行裁判。因此,尽管

《公司法》第五条明确了企业社会责任,且从《公司

法》体例上看,该条处于总则之位置,甚至有学者

将其界定为“原则性条款,可以引导乃至规范公司

行为,可以统率公司法分则规定,指导公司法的解

释和适用”[20],但纵观整部《公司法》,除却该条

文,无论是公司目的还是公司治理结构的规定,再
无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论述,故而对该条文原则

性条款的定性,似有些“名不副实”。
相较我国《公司法》对企业社会责任内容界定

不清、可裁判性模糊的规制方式,可持续公司法路

径不仅界定了较为明确的公司行为标准,还通过

对董事会机构设置、董事义务、股东信义义务加强

等方面的规定,将企业社会责任完全融入于公司

治理中,通过将企业社会责任具象化的方式,增加

了企业社会责任条款的可裁判性,也增强了企业

社会责任条款对企业行为的约束力。

三、可持续公司法路径

的本土化实现

  1.通过可持续公司法路径强化社会责任理

念的《公司法》植入

(1)在《公司法》中援引企业社会责任国家系

列标准

《公司法》第五条的困境之一在于内容不清、
界限不明。基于此,可持续公司法路径本土化需

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于如何以强制性的手段规

范企业社会行为的最低标准。北欧学者通过在

《公司法》中援引“地球边界”标准的方式实现了稳

定性立法和灵活性标准相结合的可能。尽管我国

尚未引入“地球边界”这一概念,但目前 GB/T
36000—2015社会责任系列国家标准已对社会责

任各子议题项下的法律标准和任意标准进行了界

定,为企业行为标准的公司法援引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因此应在《公司法》宗旨条款中引入GB/T

36000—2015社会责任系列国家标准,明确企业

行为应符合该标准的规定。
将GB/T36000—2015社会责任系列国家标

准引入公司法的优势在于:其一,提前告知企业的

行为空间,弥补了反身法路径下企业对于社会责

任选择性承担的不足;其二,仅在公司法中规定标

准的植入而不直接由公司法规范企业行为的结

果,克服了实质法僵化的弊端,也维护了公司法体

系的完整性;其三,相对明确的标准指向有利于发

挥法律的指引性作用,增强公司法指引下企业社

会责任的可操作性。
(2)澄清公司利益与股东利益的区别

《公司法》第一条规定了《公司法》的立法宗旨

之一在于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所谓权益,包括

权利和利益。《公司法》的具体条文中也多次强调

了对公司权益、公司利益的保护。但在“股东至

上”的理念下,企业社会责任长期被认为是与公司

利益所对立的。基于此,可持续公司法路径本土

化的核心问题之二在于如何正确理解公司利益一

词,并在此基础上维护公司利益的最大化。
公司利益的最大化并非是指弗莱德曼为代表

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倡导的公司利润最大化或

股东利益最大化[21],而是指公司系统价值的最大

化。其包括两个层面的最大化:一是主体上,其是

指全体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最大化;二是时间上,其
是指公司长期价值的最大化。北欧学者通过在

《公司法》目的条款中明确公司的目的在于“在地

球边界内创造可持续价值的同时尊重投资者和其

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11]的方式实现了对公司利

益一词的主体和时间两个范围的重释。我国《公
司法》应借鉴可持续公司法路径的这一规范方式,
在《公司法》立法宗旨中明确公司法的目的之一在

于维护公司全体利益相关者的长期利益。
(3)将企业社会责任融入公司治理规范

可持续公司法路径通过“外部责任内部化”的
方式实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司嵌入,促进了社

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的融合。基于此,可持续公司

法路径本土化的核心问题之三在于如何将企业社

会责任融入《公司法》公司治理规范中。具体可包

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董事职责的重塑和董事会机构的重设。

传统公司治理理论认为董事是股东的代理人,其
应服务于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但在可持续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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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下,董事“在负责任的企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①。北欧可持续公司法路径将董事义务界

定为“公司董事应保障创造以生态循环为基础的

可持续价值。由此,董事应根据企业主要经营领

域的生态循环分析、采取并定期修订企业的长期

经营计划”[22]。为更好地履行这一义务,北欧公

司治理实践中多在董事会下专设企业社会责任委

员会。我国2018年《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二十

条明确了董事会应当“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

法权益”,第四十条明确了企业可设立战略委员会

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提出建议,为《公司法》中董

事会职责重塑和董事会机构重设奠定了基础。由

此可在《公司法》董事职责条款中明确董事的职责

在于维护全体利益相关者的长期利益,实现企业

系统价值的最大化。同时,《公司法》中应补充“上
市公司或规模企业应在董事会机构中增设企业社

会责任专门委员会”之规定,由其负责制定企业社

会责任战略与计划。
二是股东角色的重塑。传统公司治理理论并

未关注股东短期利益最大化与公司长期利益最大

化之间的冲突,由此导致企业社会责任类的提案

无法在股东会中通过。北欧可持续公司法路径通

过确立有损企业在地球边界标准范围内创造可持

续价值的股东会决议无效的制度排除了股东对于

企业社会责任实现的阻碍[22]。有鉴于此,可在

《公司法》第二十二条中再次援引GB/T36000—

2015社会责任系列国家标准,规定股东会决议内

容违反法律、法规及GB/T36000—2015社会责

任系列国家标准的无效。此外,股东会还应负有

对董事会制定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与计划的年度

审计义务,对逃避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商业战略

与商业计划,应予以否定。

2.通过可持续公司法路径促进多层次企业

社会责任规范体系的形成

(1)部门法保障企业社会责任实施的最低

标准

可持续公司法路径是对完全自愿的反身法路

径的修正,企业对于可持续公司法路径的践行仍

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对于尚处于企业社会责任初

级阶段的我国而言,北欧学者所言的可持续公司

法路径的实现任重道远。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规

制仍需依托于大量的强制性、外部性规范。基于

此,我国仍应进一步完善目前环境法、劳动法、产
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等部门法及相关强制性标

准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实施最低标准的规定,对可

持续公司法路径强制性约束不强的问题进行外部

补足,通过强制性立法的方式增加企业不承担最

低标准社会责任的法律风险,提高我国企业社会

责任承担的基础水平。
(2)信息披露制度激发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

动力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在动力之一在于社会

责任的承担有助于其加强与利益相关者的联系,
获得利益相关者更好的支持,从而有利于企业利

益的可持续增长。可持续公司法路径虽是对反身

法路径的修正,但其完全内部化的规范方式并无

法替代反身法路径中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带来的正

面促进作用。信息披露制度仍是激发企业承担法

律之外的社会责任内在动力的重要手段。我国目

前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规范多属引导性

规范,包括《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

见》第十八条有条件的企业“要定期发布社会责任

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公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的现状、规划和措施”的规定、深交所《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第五条规定公司应

“自愿披露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规定等。尽管这

些规定出台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布数

量呈现出“井喷式”增长,但报喜不报忧等问题仍

大量存在。基于此,相关立法中应进一步完善企

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对于大型企业,如上市

公司、跨国公司、企业集团等,应对其企业社会责

任报告进行强制披露、全面披露及第三方认证的

规定;对于中小企业,则应允许其自愿披露、部分

披露其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情况,对可持续公司

法路径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内在动力不足的问题予

以外部补足。
(3)激励惩戒机制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持续

发展

在企业社会责任原生性土壤不足的新兴市场

国家,政府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激励或惩戒措施

能够培育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环境,促进企

业在进行经营决策时对于公共利益审慎考量。基

于此,应构建政府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奖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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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持续发展。例如,通过税收

优惠、表彰奖励等激励措施增加企业社会责任承

担的动力,通过负面曝光、政府采购限制等惩戒措

施增加企业忽略社会责任承担的成本,对可持续

发展路径下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持续动力不足的问

题予以补足,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长期发展。

四、结  论

随着全球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企业社会责

任的立法已成为了我国不可回避的问题。现有

《民法总则》和《公司法》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概括

性、宣示性规范显然已经呈现出了供给不足的疲

态。而纵观国际社会,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制

主要存在以印度为代表的强制性企业社会责任路

径和以欧洲国家为代表的结合软法的反身法路

径。从实施效果上来看,每一路径均有其优势与

不足。北欧学者提出可持续公司法路径通过“外
部责任内部化”的方式实现了企业社会责任与公

司治理的统一,既规避了强制性企业社会责任路

径中“一刀切”规制方式下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有损

于公司长期经济利益的不足,又弥补了反身法路

径下企业社会责任沦为“洗绿剂”的缺陷,不失为

企业社会责任规制的新思路,尤其对于我国《公司

法》而言,可持续公司法路径关于企业行为标准的

援引、对于“公司利益”的重释、对公司治理规范的

重构极具借鉴意义。但同时,我国仍处于企业社

会责任发展初级阶段,仍需部门性立法、信息披露

制度、激励惩戒机制对可持续公司法路径进行外

部补足,形成企业社会责任的多层次规制体系,促
进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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